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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伯来到中国(１９２０—２０２０):百年学术历程中的当代知识人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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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自中国社会学重建以来ꎬ韦伯研究领域始终热度不减ꎬ韦伯作品的翻译、研究文献的译介和专门

研究领域的兴起ꎬ代表着中文韦伯学术的持续发展ꎮ 实际上ꎬ中国学者在近百年前即对韦伯有所了解ꎬ而“韦

伯热”迟至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才出现ꎬ有其社会历史背景与资料局限等因素ꎬ也有基于学术自觉的抉择因素ꎮ 在

不同的历史阶段ꎬ中国的韦伯研究者表现出基于学术素养、问题意识的主动性与独立性ꎮ 如果将韦伯来到中

国的时间推至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ꎬ那么可以将其划分为初来、离散和复苏三个阶段ꎮ 中文学界的韦伯研究之真

正开启与热潮在第三个阶段出现ꎬ呼应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现实需要ꎬ既是当代中国学术重建、自主学

术话语建设的典型ꎬ也构成了以韦伯作品为平台的世界学术的一部分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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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起ꎬ中文学术界出现一个引

人注目的现象 “ 韦伯热”ꎬ 即马克斯 􀅰 韦 伯

(１８６４—１９２０)成为人文社会科学诸领域乃至更

广泛的公共阅读领域的一个焦点ꎬ韦伯著作受到

社会学及相邻学科的广泛关注ꎬ并不时引发公共

话题ꎮ 苏国勋先生很早就关注到世界范围内的

“韦伯热”现象ꎬ指出这一学术发展潮流首先产生

于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的美国ꎬ激发了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

代联邦德国的“韦伯复兴”ꎬ此后ꎬ西方学界的韦

伯热潮开始东渐ꎬ引发日本、韩国和新加坡等国家

以及中国台湾、香港地区的韦伯著作翻译与研究ꎬ
苏联、东欧诸国亦有其韦伯研究成果[１] ꎮ 这样看

来ꎬ中国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的“韦伯热”并非

孤例ꎬ进而产生的一个问题是ꎬ各个国家与地区的

学术背景不尽一致ꎬ发展阶段亦有参差ꎬ为什么均

产生了韦伯研究的热潮?
Ｅ.汉克提出了一个“深刻或激进的变革”命

题ꎬ她观察到ꎬ世界范围内韦伯研究形成风潮ꎬ往
往是在科学范式的变化、社会经济变迁和政治秩

序产生合法性危机之时ꎬ文章甚至试图证明ꎬ在各

国发生深刻的经济、社会与政治转型过程中ꎬ韦伯

作品起到了重要作用[２] ꎮ 具体到韦伯在中国的

继受情况ꎬ蔡博方将韦伯文献的多样性列为重要

的影响因素ꎬ他详尽梳理了中文的韦伯研究文献ꎬ
说明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二手文献的集中译介

促进了中国学界对韦伯的接受[３] ꎮ
基于以上两个研究的立场ꎬ可以提出一个初

步的看法ꎬ即韦伯作品及相关文献呼应了变迁社

会中的思想需求ꎬ从而引发关注的热潮ꎮ 当代中

国的情况与此基本相符:在改革开放 ４０ 余年间ꎬ韦
伯热的出现与中国社会学的重建、中国的改革开放

同步进行ꎬ其发生与发展既有赖于有利的制度环

境ꎬ又回应了变革时代人们对精神食粮的需求ꎮ
不过ꎬ在此过程中ꎬ社会科学诸经典都重新回

到学术领域ꎬ为什么韦伯研究如此突出地具有广

泛的影响? 并且ꎬ从时机和环境两个方面来看ꎬ与
其他理论大家相比ꎬ韦伯作品在中国的传播并不

具有优势ꎬ“韦伯热”的出现多少有些意外ꎮ 一方

面ꎬ韦伯著作进入中国相对较晚ꎬ并不占据有利的

传播机会ꎮ 韦伯作品最初进入中国学界是在

１９３６ 年ꎬ即商务印书馆著名译者郑太朴所译«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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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经济史»ꎬ而涂尔干的«社会学方法论»和«社会

分工论»在 １９２９ 年和 １９３５ 年就已相继被译为中

文了ꎬ影响很大ꎻ①中国社会学从建立时期就深受

英美或“西方社会学”②传统的影响ꎬ德语社会学

的影响本来就相对较弱ꎬ而且韦伯在 １９ 世纪 ９０
年代末罹患疾病之后ꎬ长时间疏离于学术圈ꎬ影响

有限ꎮ 换言之ꎬ在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近

代中国ꎬ韦伯作品并未受到当时中国社会学者的

垂青ꎮ
因此ꎬ“韦伯热”在中国的出现ꎬ汉克的解释

尚有不足ꎮ 汉克注重学术工作的外在条件ꎬ但忽

略了韦伯研究者的自主性ꎮ 这种忽视会带来一种

倾向ꎬ即韦伯作品在全世界不同时期的流行ꎬ会被

看作向发展水平较低地区的某种“布道”ꎮ 由此

就可以理解ꎬ同样观察到了韦伯研究的热潮ꎬ在苏

国勋先生看来ꎬ“韦伯热”是全世界范围内、不同

国家在不同时期相继出现的一种类似的现象ꎻ而
在汉克的文本中ꎬ韦伯作品在不同国家是“流行”
(ｐｏｐｕｌａｒｉｔｙ)、“传播”(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ꎬ而在中国就是

一种“发烧” ( ｆｅｖｅｒ)ꎬ其背后所预设的、非西方社

会的被动接受和非理性膜拜是需要警惕并加以质

疑的ꎮ
实际上ꎬ中文世界的韦伯继受史必须要观照

中国传统文化因素和近百年以来的中国历史ꎬ前
者使得社会科学新学术建立在一个历史悠久的文

明体系中ꎬ后者是此一文明在近代以来面临的巨

大历史挑战与转折ꎬ而两者的叠加与交汇点ꎬ便是

近代以来具有中国文化自觉和世界意识的知识

人ꎬ他们所承受与呈现着的ꎬ是中国与世界、学术

理想与现实境况等多方面的张力ꎮ 在这个意义

上ꎬ韦伯来到中国的百年历程ꎬ既是作为一个学科

的社会学建立、发展的学术史ꎬ又是在时代大潮中

探索新路径的思想史ꎬ更是在传统的溃颓和外部

力量的冲击中实现知识人的人格重建的心灵史ꎮ
本文关注点有两个方面:一方面ꎬ韦伯研究的

状况ꎬ与不同世代的韦伯学人(Ｗｅｂｅｒｉａｎｓ)的努力

密不可分ꎬ应以核心文本与关键学者来理解韦伯

在中国的继受情况ꎻ另一方面ꎬ韦伯被介绍到中

国ꎬ实际上比“韦伯热”出现要早半个多世纪ꎬ应
有更长期的学术史考察ꎬ或可有助于理解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文学界韦伯热潮的性质与发生机制ꎮ
为此ꎬ下文将梳理相关学术史资料ꎬ将韦伯在

中国的接受史初步划分为初来(１９２０—１９５０ 年)、
离散(１９５１—１９７９ 年)、复苏(１９８０—２０２０ 年)三

个阶段ꎮ 本文将进一步揭示ꎬ中文学界的韦伯继

受过程涉及多种作用机制ꎬ有开眼看世界的“学
习”过程ꎬ有韦伯作品与变迁时代、多样性的主题

“呼应”ꎬ更有基于学术人能动性的“选择”ꎮ 笔者

认为ꎬ数代中国学者对韦伯作品的态度有一个共

同点ꎬ即并非被动的、简单的接受ꎬ而是基于自身

文化认同与学术使命感的主动抉择ꎮ

　 　 一、韦伯“来而未到”(１９２０—１９５０ 年):基于

学术自主性的选择

　 　 之所以说韦伯作品进入中国有“先天”的不

利因素ꎬ首先有韦伯本人的原因ꎬ在其学术生涯的

大部分时间里ꎬ韦伯都不是以社会学家的身份出

现ꎮ 他在学术训练上是法学家ꎬ获得了经济学的

教职ꎬ以关注社会问题的农业经济学家出道ꎬ很晚

才逐步获得社会学家的某种认同ꎮ 而且ꎬ出于健

康的原因ꎬ也出于思想情感的原因ꎬ他与德国学界

的主流保持着某种距离ꎬ罗特梳理了韦伯家族史

和思想史ꎬ表明韦伯具有某种“准英国人”的情

感ꎬ与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方”更为亲近[４] ꎮ 因

此ꎬ即便早期的中国社会学家试图介绍德奥传统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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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１９４８ 年ꎬ孙本文在«当代中国社会学»开篇即指

出ꎬ社会学传入中国的五十年间ꎬ“脍炙人口的重要作品”
计 １４ 本ꎬ孔德、斯宾塞自不必说ꎬ涂尔干著作有三本在列ꎬ
德语社会学列举的是滕尼斯、龚普洛维奇(Ｇｕｍｐｌｏｗｉｃｚ)、
舍夫勒(Ｓｃｈａｆｌｌｅ)的著作ꎬ马克斯􀅰韦伯及其作品未计入ꎮ
参见孙本文:«当代中国社会学»ꎬ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７ 年版ꎬ
第 ３－４ 页ꎮ

所谓“西方社会学”ꎬ在此指与“德国社会学”相

对的英、美、法等国的社会学ꎬ参见吴文藻:«德国的系统

社会学派»ꎬ吴文藻编:«人类学社会学研究文集»ꎬ北京:
民族出版社 １９９０ 年版ꎬ第 ８５－１２１ 页ꎮ 实际上ꎬ德国思想

与社会中长期有与英法等“西方”相对的自我认知ꎬ韦伯

时期的“西方”仍然是与德国相对而言的ꎬ这一情况在 ２０
世纪 ４０ 年代以后才发生变化ꎮ 在韦伯文献的接受与翻

译中可以看到“西方”概念逐步的演变ꎬ参见何蓉:«何处

是西方? ———韦伯文化通史的概念基础与流变»ꎬ«侨易»
(第二辑)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版ꎮ



由于韦伯并非德语社会学的主流而较少被涉及ꎮ
其次ꎬ也许更重要的原因在于ꎬ中国社会学的

奠基时期在相当程度上是在英美社会学的主导影

响之下发展起来的:清末ꎬ社会学经由严复、梁启

超等学者的译介为中国学人所知ꎻ２０ 世纪 ２０ 年

代初开始ꎬ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化程度逐步提高ꎬ第
一批职业社会学家的学术取向主要源自英美社会

学传统ꎬ知名的社会学者如陶孟和、李景汉、孙本

文、潘光旦、吴文藻、费孝通等均留学英美[５] ꎬ甚
或可以说ꎬ美国社会学是当时中国社会学的榜

样[６] ꎮ 因而ꎬ基于学科发展的路径依赖效应ꎬ中
国社会学的学科化、专业化和建制化过程中ꎬ英美

社会学的影响占主导地位ꎬ相应地ꎬ德语社会学对

中国学人的影响并不突出ꎮ①

就笔者目力所及ꎬ１９２４ 年俞颂华发表于«东
方杂志»的«德奥社会学之派别与其特质»是最早

对马克斯􀅰韦伯的社会学成果作介绍的中文文

章ꎮ 俞文指出ꎬ国人对德奥社会学的新动向缺乏

了解ꎬ实际上ꎬ德语社会学界特色鲜明ꎬ既有注重

科学法则的“经验派”ꎬ又有注重哲学研究的“直
觉”派ꎬ两派之下又可进一步细分ꎬ其中ꎬ“德国知

名之社会学家韦伯氏(Ｍａｘ Ｗｅｂｅｒ)”可归入经验

派中的比较历史派ꎮ 俞颂华进一步指出ꎬ韦伯社

会学具有“物”“心”并重的特征ꎬ研究主题包括有

关“资本主义源起与宗教之意义”“以历史与系统

条理融合一贯” [７] ꎬ点明了韦伯思想中统合精神

与物质的驱动力、历史事件与演化机制的特色ꎮ
不过ꎬ虽然俞颂华对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的德语社会

学已有一定整体认识ꎬ对韦伯的简短点评颇能把

握要点ꎬ但他并不具有专业社会学者的身份ꎬ其影

响并未能深入到新生的中国社会学学科之中ꎮ②

涉及韦伯的第二篇文献写于 １９３４ 年ꎬ系著名

社会学家吴文藻专门引介德国社会学的系统社会

学派或形式社会学派的一篇文章ꎬ韦伯的理解社

会学、文化类型学和比较宗教学等信息仅出现在

文后的注解里ꎮ 不过ꎬ由文中论述看ꎬ吴文藻知晓

韦伯的新教与资本主义的研究ꎬ此外ꎬ他在美读书

期间曾经学过德语ꎬ而«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

神»的帕森斯英译本也已在 １９３０ 年出版ꎬ也就是

说ꎬ在写作这篇文章之前ꎬ吴文藻有充分的时间ꎬ

亦有可能阅读到这本书的德文或英文本ꎮ 更重要

的是ꎬ吴文藻敏锐地看到了韦伯与德语社会学主

流之间的差异ꎬ他指出ꎬ按照形式社会学的立场ꎬ
韦伯有关宗教与经济发展的研究甚至算不上是社

会学ꎬ而只是宗教史与经济史的混合[８] ꎮ 在两年

后的另一篇文章«论文化表格»中ꎬ他将韦伯设定

为“马克思派后期”的思想家ꎬ认为韦伯树立了新

教经济伦理对近代资本主义制度的影响ꎬ以文化

事实间的功能关系代替了因果关系[９] ꎮ
由此可见ꎬ初入中国ꎬ韦伯所受关注并不多ꎬ

而且有种种定位的游移ꎬ对中国学界没有过多影

响ꎮ 不过ꎬ这是一种无意间的擦肩错过还是有意

的选择? 本文倾向于认为ꎬ这种“忽视”是一种主

动的“选择”ꎬ即具有自主的学术判断ꎬ在潜在的

可能性之中进行鉴别与抉择ꎮ③

对此ꎬ吴文藻的上述两篇文章是非常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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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据孙本文在 １９４７ 年 １２ 月的调查ꎬ全国 １２５ 位中

国籍的社会学教授中ꎬ大部分具有留美经历ꎬ另有部分留

英、法、日ꎬ仅有邱长康、冯汉骥、刘子明属于留德人员ꎬ另
有陈序经兼有留美和留德经历ꎬ实际上ꎬ冯汉骥并非留德

生ꎬ而是在美国哈佛大学深造、并在宾夕法尼亚大学获得

人类学博士学位ꎮ 同时ꎬ社会学也不是当时留德中国学

生青睐的科目ꎬ据研究者统计ꎬ截至 １９４５ 年ꎬ留德的中国

学生共计完成了 ４７ 篇经济类、１２ 篇交通、１０ 篇农业与水

利、９ 篇法律、７ 篇地理学、６ 篇中国政治、１４ 篇自然科学其

他领域、１０ 篇人文类的博士论文ꎮ 参见托马斯􀅰哈尼师

(Ｔｈｏｍａｓ Ｈａｒｎｉｓｃｈ):«汉学的疏误? ———１９４５ 年以前中国

留学生对汉学的贡献和推动»ꎬ马汉茂、汉雅娜、张西平、
李雪涛主编ꎬ刘梅译ꎬ廖天琪校:«德国汉学:历史、发展、
人物与视角»ꎬ大象出版社 ２００５ 年版ꎬ第 １４８－１６３ 页ꎮ

俞颂华(１８９３—１９４７)对德国社会学的了解得自其

在欧洲的旅行与游学ꎮ １９２１—１９２４ 年旅德期间ꎬ他一方面

作为驻德特派员ꎬ为«时事新报»等写作«柏林通讯»ꎻ另一

方面研读马恩著作ꎬ学习逻辑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

学ꎬ常到柏林大学旁听ꎮ １９２４ 年归国之后ꎬ他先后在中国

公学、沪江夜校、东吴大学上海分校等担任兼职教授ꎬ讲
授社会学、逻辑学等科目ꎮ 不过ꎬ他更主要的工作是在

«东方杂志»任编辑ꎬ后以国际问题专家和新闻学者闻名ꎮ
本文所使用的“选择”一词ꎬ是建立在韦伯社会

行动诸分类基础之上的一个理论概念ꎮ “选择”本身设定

了一个理性和自主的学术行动者ꎬ在既定的外在约束之

下衡量可能目标及其后果ꎬ基于目的—手段的计算而在

潜在的可能性中抉择ꎮ 基于此ꎬ早期中国社会学者对韦

伯的“忽视”亦是一种选择ꎮ



证据ꎬ表明当时的中国社会学家已建立关于德国

乃至欧洲学术的清晰的知识框架ꎬ对于国际学界

的动向非常敏锐ꎬ对不同学派之间的区别也有洞

察力ꎬ①因而对韦伯的惊鸿一瞥而未加深入ꎬ更有

可能是出于研究立场的取舍ꎮ
支持“选择”说的一个引人注目的学者是费

孝通ꎮ 在费孝通学术生涯早期ꎬ除了 １９４０—１９４１
年间写作发表的«禄村农田» «消遣经济»等篇简

短提及韦伯之外ꎬ并未发表相关的专门研究ꎬ亦无

理论应用的例子ꎮ 但他有关新教与资本主义的轶

稿近年来被发现ꎬ对轶稿的深入分析表明ꎬ他不仅

了解韦伯的名著ꎬ且对英国社会经济史等相关学

术脉络有充分的知识[１０] [１１] [１２] ꎮ 不过ꎬ轶文将

韦伯的新教伦理研究放置于一个更广泛的思想脉

络之中ꎬ进入了一个以马克思、桑巴特、韦伯、凡勃

伦为代表的资本主义研究的问题体系[１３] ꎬ其思

路包含着欧洲思想史和社会学史的诸多线索ꎮ 换

言之ꎬ费孝通的阅读以韦伯著作为平台ꎬ延伸到了

更大范围的学术主题ꎬ因而ꎬ虽然曾经对新教伦理

的相关文本着力甚多ꎬ但费孝通的学术工作与韦

伯的关联并不显著ꎮ
一个可能的原因是ꎬ费孝通认为ꎬ中国社会既

有不同的社会运行机制ꎬ又有紧迫的发展要求ꎮ
例如ꎬ中国并未有类似西方的教会宗教传统ꎬ自身

的经济与社会状态既出不了加尔文这样的人物ꎬ
且加尔文那一套也行不通ꎻ从时代背景来看ꎬ韦伯

讲的是一个资本主义发生学问题ꎬ费孝通面临的

则是现实中的西方资本主义和工业文明的强势地

位ꎮ 费孝通及他所代表的一代学人关注的是ꎬ在
被一个已经现代化了的世界所包围的条件之下ꎬ
中国自身作为一个复杂的、高度发展的独特文明

体系ꎬ无法简单移植其他道路ꎬ而应致力于本土社

会实践ꎬ实现强国富民ꎮ 或许因为如此ꎬ他无意从

学理上追觅宗教与经济的历史关联ꎬ而投身于理

解中国社会、正视乡土特色、寻求中国发展之途ꎮ
费孝通的选择与不选择体现着中国知识人在

重大转折时期的困顿与自我拯救ꎮ 对于这一代知

识人而言ꎬ中华文明自身是根本前提与约束、是思

想与价值的资源、是自身认同的来源ꎮ 知识人的

重建ꎬ亦是护持并重新安放文明之脉的过程ꎮ

费孝通与韦伯的未尽之缘表明ꎬ在近代中国ꎬ
知识人的肢体与心灵亦随时代而动荡ꎬ产生某种

身、心之分立ꎬ立足于中华之文明与社会系统之

“身”ꎬ无法专一其“心”而仅致力于纯粹的理知探

索ꎮ 观照其中华文明之身而非仅满足个人理知的

追求ꎬ成了知识人的自我建设之途ꎮ
这篇文稿未能更早刊出ꎬ终究是一种遗憾ꎬ韦

伯及其作品对费孝通的思想与实践的影响力不那

么显著ꎬ更未通过费孝通对中国社会学产生影响ꎬ
可以说ꎬ中国社会学发展的道路既是被选择所决

定、也是被未选择所决定的ꎮ 从学科史的发展而

言ꎬ中国社会学的奠基者们具有内在的文化自觉、
从而对西学有取有舍ꎮ 从韦伯学说传播的角度来

看ꎬ２０ 世纪二三十年代ꎬ韦伯学说便传入中国了ꎬ
却终究未能真正立足ꎬ只是一个未完成的开端ꎮ

　 　 二、离散时期(１９５１—１９７９ 年)的遥远呼应:
通过韦伯回望中国

　 　 以上对韦伯初入中国的学术史梳理的一个背

景是ꎬ彼时韦伯的国际影响仍相当有限ꎬ他在世界

社会学学说史的地位ꎬ有赖于 ２０ 世纪中期开始帕

森斯社会学的巨大影响力、美国社会科学在国际

学界的地位上升等时代背景ꎮ 这样ꎬ在中国早期

社会学②的发展中ꎬ韦伯被放置于时代的思想脉

络、问题意识的整体之中来认识ꎬ在一定程度上被

搁置了ꎮ 在 ２０ 世纪中期国际韦伯学界掀起热潮

的同时ꎬ社会学在中国被取消ꎬ中国社会学家的学

术命运发生了重要的转变ꎬ简言之ꎬ一部分人失去

了社会学家的身份ꎬ一部分人则失去了中国本土

的生命滋养ꎬ韦伯理论构成了后者成长中的学术

􀅰１２􀅰

①

②

１９３５ 年ꎬ吴景超在«清华学报»发表一篇书评ꎬ其
中指出ꎬ马克斯􀅰韦伯和阿尔弗雷德􀅰韦伯兄弟二人以

历史材料来解决社会理论问题的路径ꎬ对于中国这样一

个历史悠久的国家而言是有启发性的ꎬ即以应用社会学

的眼光去整理历史材料ꎮ 参见吴景超:«哈特曼‹社会学›
书评»ꎬ«清华学报»１９３５ 年第 １０ 卷第 １ 期ꎮ 应当看到ꎬ这
是较早从韦伯理论入手、从方法或进路的角度对中国社

会学学科建设的探讨ꎬ提出了具建设性意义的学术路径ꎮ
陆远的研究梳理了“中国早期社会学”的相关限

定[５]６－７ꎬ本文采纳其界定ꎬ即 ２０ 世纪 ２０ 年代末至 ５０ 年

代末的 ３０ 年间的中国社会学ꎮ



背景的一部分ꎮ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以后ꎬ旅居美国的一些中国

学者处于韦伯理论的强势冲击之下ꎬ即塔尔科

特􀅰帕森斯、爱德华􀅰希尔斯、格斯与米尔斯、莱
因哈特􀅰本迪克斯等几代学者竞相翻译韦伯作

品、推进韦伯理论和韦伯式路径的经验研究ꎬ其
中ꎬ１９５１ 年 Ｈ.Ｈ.格斯的«儒教与道教»英译本出

版ꎬ主题的相关性使得旅美中国学者有机会表达

对韦伯学术的理解ꎬ李树青、杨庆堃是二战后前往

美国的一代中国学人ꎬ作为中国人而具有的文化

传承与认同ꎬ使得他们对韦伯作品中有关中国、有
关世界文明的比较历史研究有特殊的关注ꎮ

例如ꎬ李树青在 １９５２ 年 １ 月的«美国社会学

评论»发表了一篇书评ꎬ高度评价了韦伯的这本

著作的理论意义与现实意义ꎮ 他指出ꎬ简单地批

评韦伯的资料不充分、数据不准确等是容易的ꎬ但
是瑕不掩瑜ꎬ韦伯的成就仍然极为突出ꎬ因为相对

于传统中国学者对悠久文化的沉迷、眼界的局限ꎬ
相对于西方汉学家身陷种种中国文化的特殊主义

迷雾ꎬ韦伯表现出了驾驭广博资料、应用比较视角

的出色能力ꎮ 通过简单勾勒韦伯书中有关儒家传

统、社会结构与国民经济等内容ꎬ李树青试图表

明ꎬ韦伯的中国研究不仅是对过往历史的解读ꎬ而
且有助于理解中国正在发生的变化[１４] ꎮ

对«儒教与道教»更全面的解读来自费孝通

的同学杨庆堃ꎬ１９６４ 年ꎬ他为英译本写作了一篇

重要的导言ꎮ 由于此前(１９６１)他有关中国宗教

的著作已经出版ꎬ杨庆堃对韦伯的理解更深入ꎬ对
其理论之繁复、内容之丰富和洞见之深刻有较为

全面的解说ꎬ在主题梳理、材料评析、论证逻辑等

评述基础上ꎬ强调韦伯著作的比较研究、行为研究

的科学性质ꎬ以及身为现代西方知识分子却能够

系统地勾勒出古老中国的特色、提炼具有启发性

的研究命题[１５] ꎮ 这篇导言附在格斯的译文之

前ꎬ构成了重要的导读文献ꎬ其影响至今不堕ꎮ
可以说ꎬ中国近代的历史变革ꎬ意外地使韦伯

著作影响了一个离散的学术群体ꎬ即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以后跻身美国学术界的中国学者ꎬ在他们身

上ꎬ体现着西方学术与东方认同之激荡ꎬ反射出那

一时期学术的曲折之光ꎮ 他们恰逢其时ꎬ受到了

当时极盛的韦伯理论的影响ꎬ荦荦大者ꎬ除李树

青、杨庆堃、瞿同祖外ꎬ①还包括杨联陞、黄仁宇、②

余英时、许倬云等文史学者ꎮ 这一批学者影响了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的中国学界ꎬ而且ꎬ随着近年

来社会学对历史维度和中华传统的重视ꎬ他们的

研究路径将对社会学有更具体的影响ꎮ 仅从本文

的论述而言ꎬ尽管他们并不以专业的韦伯研究者

知名ꎬ但其作品中蕴含着中国知识人接受、发展韦

伯理论的不同路径ꎬ有的取径中学、有的立足西

学ꎬ但殊途同归ꎬ以现代理论观照中华文明ꎮ
例如ꎬ在立足中国、交汇中西方面ꎬ杨联陞的

努力尤为卓著ꎮ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韦伯理论在美国

学术界流行之时ꎬ杨联陞已任教哈佛大学ꎬ享誉国

际汉学界ꎬ其后多篇著作都有对韦伯理论的应用

与发展ꎬ尤其善于提炼具有理论建构意义的本土

概念ꎮ 例如ꎬ在«报———中国社会关系的一个基

础»一文中ꎬ杨联陞陈述了交互性作为中国社会

关系的一个基础原则ꎬ对帕森斯所传达的韦伯的

中国文化论述ꎬ杨文并非简单接受ꎬ而试图进行对

话ꎬ表现出文化的自觉与学术的自主ꎮ③

在突破区域研究的框架、对社会科学理论命

题进行推进方面ꎬ何柄棣的工作尤为显著ꎬ他的治

􀅰２２􀅰

①

②

③

瞿同祖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中期以后任教于哈佛

大学ꎬ其间曾听过帕森斯的«宗教社会学»课程ꎬ当为其受

韦伯影响的渠道之一ꎻ不仅如此ꎬ他在美期间写作的«中
国阶级结构与其意识形态»(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ｌａｓｓ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ｉｔｓ
Ｉｄｅｏｌｏｇｙ)一文被认为具有“最好的韦伯传统(ｂｅｓｔ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ｘ Ｗｅｂｅｒ)”ꎮ 参见瞿同祖、赵利栋:«为学贵在勤奋与

一丝不苟———瞿同祖先生访谈录»ꎬ«近代史研究» ２００７
年第 ４ 期ꎮ

黄仁宇受韦伯著作的影响是显著的ꎬ但也有自主

的思考与创见ꎬ此不赘述ꎮ 参见陈占江:«现代性的他者:
“传统”与“中国”———以马克斯􀅰韦伯和黄仁宇为讨论对

象»ꎬ«社会学评论»２０１７ 年第 ４ 期ꎮ
参见杨联陞:«报———中国社会关系的一个基

础»ꎬ«东汉的豪族»ꎬ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１ 年版ꎬ第 １７９－２０２
页ꎮ 此外ꎬ杨联陞的学生余英时以«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

商人精神»直接回应了韦伯的新教伦理研究、中国宗教研

究ꎬ是在西方学术框架下、基于中国文化的重要提问ꎬ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的国际东亚研究尤其是中国文化研

究中享有盛誉ꎬ２０２１ 年该书由田浩(Ｈ. Ｔｉｌｌｍａｎ)编译为英

文出版ꎬ进入了更具国际影响力的传播渠道ꎮ



学有以西学为知识框架、以中学为立足点的抱负ꎬ
其学术理想系以西人史学的最高水平为尺度ꎬ以
国史研究的心得ꎬ突破汉学局限ꎬ进入社会科学领

域ꎮ 例如ꎬ何炳棣以历史材料与数据质疑了在中

国历史中寻找资本主义的发生学的努力ꎮ 在

１９５４ 年发表的在对两淮盐商的研究中ꎬ他梳理了

食盐生产、销售的规模、组织、财富与成本等数据ꎬ
指出盐商群体中的炫耀性消费、家族成员入仕比

例高等现象ꎬ尽管财力雄厚ꎬ却无法产生资本主

义ꎬ因而主张中国近世并无“商人精神”ꎬ对资本

主义萌芽等研究不以为然ꎮ 这种以普遍理论为框

架和追求的学术理想ꎬ使得他能够在一定程度上

跨出汉学或史学的藩篱ꎬ与美国社会学家产生互

动ꎬ并曾在 １９６４ 年参加了加州大学“家庭制度的

危机”多学科研讨会ꎬ宣读了«历史学家眼中的中

国家族制度»一文ꎬ与韦伯理论的权威帕森斯有

问答往还[１６] ꎮ
韦伯理论对较年轻一代学人的影响更为显

著ꎮ 许倬云 １９５７ 年赴美ꎬ自述适逢韦伯理论在芝

加哥大学兴盛的时期ꎬ对其宗教、城市经济、理想

型的方法等都有所钻研ꎮ① 因而ꎬ在许倬云的作

品中ꎬ无论是«西周史»这样较系统的研究ꎬ还是

«历史分光镜»之类的研究心得或笔记ꎬ以中国上

古以来的国家、华夏文化的形成、文化动能与文化

比较等问题为关注点ꎬ着力在中国ꎬ着眼却在世

界ꎬ其间不难发现韦伯社会学的影响ꎬ乃至直接的

引用ꎮ
当然ꎬ旅美中国学者对美国的主流学术界影

响有限ꎬ但是ꎬ即便存在种种困难与挫折ꎬ他们的

工作还是在美国汉学研究领域产生了一定影

响ꎮ② 更重要的是ꎬ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思想

繁荣ꎬ藉由他们筚路蓝缕的学术工作回流到中国

学术圈ꎬ韦伯的影响洒播到中文学界ꎬ构成了一个

分散的、曲折的作用链ꎬ显著地促进了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跨学科的韦伯阅读风潮ꎮ

从韦伯继受史的角度来看ꎬ这一批学者的研

究主题、方法等不尽一致ꎬ例如ꎬ余英时试图在中

国社会中梳理资本主义精神之对应物ꎬ开启了一

条讨论中国宗教伦理与经济发展的路径ꎬ其后十

余年间有关东亚经济腾飞的文化解释大多在此路

径上ꎻ何炳棣则以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工具切

入中国制度与文化研究ꎬ以更具普遍性的眼光来

看待中国经验ꎮ 虽然在侧重点、方向上有所不同ꎬ
但他们都试图通过韦伯思想来理解中国历史与文

化ꎬ体现了中国学人的文化自觉ꎮ 随着改革开放

和社会学重建ꎬ这一批学者的成就传播甚广ꎬ藉此

韦伯在中国人文与社科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ꎮ

　 　 三、中国的“韦伯热”(１９８０—２０２０ 年):中文

韦伯研究的启封与行进

　 　 如前所述ꎬ韦伯学说进入中国的前半个世纪

中ꎬ并未真正落地ꎬ不过ꎬ国际学界韦伯研究的发

力基本上也是在 ２０ 世纪 ５０ 年代及以后[１]１３－２０ꎮ
甚至二战后西德尚需法国人雷蒙􀅰阿隆为其讲授

韦伯学说ꎮ 到了 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后期ꎬ韦伯有关

方法论、世界宗教的比较历史研究、经济与社会诸

领域等大部分著作相继有了英译ꎬ新一代韦伯学

者不断出现和成长ꎮ 特别显著的是德国学者的进

场推进ꎬ２０ 世纪 ７０ 年代末 ８０ 年代初ꎬ沃尔夫

冈􀅰蒙森、沃尔夫冈􀅰施路赫特、弗里德里克􀅰滕

布鲁克、迪尔克􀅰克斯勒等德国学者的韦伯研究

广受关注ꎬ立足于韦伯著述史及其德国学术传统ꎬ
从文本脉络、思想背景、视角与范式等角度ꎬ大大

加深了国际学界对韦伯的理解与阐释[１７] ꎬ由此ꎬ
当中文学界关注儒家伦理等主题时ꎬ与国际学界

对«宗教社会学论文集» «经济通史»等作品的关

注不期而遇ꎬ并可汇入后者、成为其组成部分ꎮ
与此基本同时ꎬ中文韦伯研究获得了一个重

要发展契机ꎬ即中国社会学的重建ꎮ １９７８ 年推行

的改革开放政策ꎬ标志着中国学术界与国际学界

隔绝、信息闭塞、资料匮乏的状况开始改善ꎬ自此ꎬ
社会学终于迎来了新的机遇ꎬ学界积蓄已久ꎬ汇聚

民国学术与海外华人学者之力ꎬ开始恢复社会学

学科ꎬ前述初来、离散时期培育的韦伯影响力ꎬ复
又挹注、浇灌新时代的学术根芽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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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ｃｓｓｍ. ｏｒｇ. ｃｎ / ｎｅｗｓｉｔｅ / ｖｉｅｗ. ｐｈｐ?
ｉｄ＝ ２６３５９ꎮ

参见吴原元:«客居美国的民国史家与美国汉

学»ꎬ学苑出版社 ２０１８ 年版ꎮ



因此ꎬ尽管处于不同的历史情境ꎬ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ꎬ中国的韦伯研究热潮与国际学界的韦

伯复兴基本同时ꎮ 差异在于ꎬ由于学术传承的断

层ꎬ中国的韦伯研究之热ꎬ呈现出学习、选择与呼

应的继受机制同时发生的叠加状态ꎮ 例如ꎬ一个

典型的年份是 １９８７ 年ꎬ这一年ꎬ丁学良在«中国社

会科学»上发表了«韦伯世界文明比较研究导论»
一文ꎬ介绍韦伯比较历史研究、新教伦理、中国宗

教研究ꎬ于晓、陈维纲翻译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

义精神»出版ꎬ苏国勋先生完成了中国第一篇以

韦伯思想为主题的博士论文ꎬ这一年的三篇重要

文献标志着中国的韦伯著作的引介、汉译和韦伯

研究均已开始发力ꎮ
中国社会学重建之初ꎬ适逢国际韦伯研究界

云蒸霞蔚的新气象ꎬ因而ꎬ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以来的

韦伯研究起点很高ꎬ享受到了中华文化圈的学术

“红利”ꎬ韦伯作品和重要研究著作的中文译本

多、质量提高显著ꎮ 韦伯的重要著作ꎬ如«新教伦

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儒教与道教»、方法论著作、
学术与政治的演讲等ꎬ在各个时期ꎬ均有多个中译

本问世ꎮ 自 ２０１０ 年以来ꎬ以往在国际韦伯研究界

亦较受忽视的一些韦伯作品ꎬ如中世纪合伙制、古
罗马土地法、音乐社会学研究等都有了中译本ꎬ韦
伯方法论著作有了选编全面、译文流畅准确的张

旺山译本ꎬ与同期出版的英文编选本相比ꎬ各擅胜

场ꎬ这些都推动着中文韦伯研究的进一步深入ꎮ①

另一方面ꎬ东亚地区的韦伯研究有非常强烈

的现实关怀ꎬ随着东亚“四小龙”在二战后经济腾

飞ꎬ学者们希望从儒家传统去解释东亚现代化ꎬ因
此ꎬ对韦伯的探究集中在其新教伦理研究、中国研

究之上ꎬ尤其侧重“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儒家思

想与经济发展的关系ꎬ以及在今日形势下谋求儒

家思想实现自我转折与自我充实ꎬ以在社会、经
济、政治的现代化中发挥正面的积极作用” [１]１７ꎮ
基于此种理论与现实的呼应ꎬ１９８３ 年、１９８５ 年、
１９８８ 年在中国香港召开的三次“中国文化与现代

化”研讨会上ꎬ华人学者对中国传统伦理与东亚

经济发展之关系进行探讨ꎬ对韦伯有关中国的论

断提出质疑ꎬ加深了对中国社会结构与文化的思

考ꎮ 在此热烈的研究氛围中ꎬ１９８５ 年ꎬ«读书»杂

志召开了“马克斯􀅰韦伯:一位思想家的肖像”座
谈会ꎬ标志着中国韦伯研究的热潮之开端ꎮ

然而ꎬ中国社会理论领域的韦伯研究者并没

有局限于风头正盛的儒家伦理命题ꎬ而是关注韦

伯自身更为丰富和深入的文本脉络ꎮ 自 １９８３ 年

起ꎬ苏国勋先生以哲学为依托、以社会思想史为研

究方法ꎬ以宗教、政治、方法论为主线ꎬ梳理了相关

韦伯作品ꎬ提炼、阐述了一些重要的理论概念ꎬ他
完成于 １９８７ 年的博士论文«理性化及其限制———
韦伯思想引论»不仅是中国社会学韦伯研究的启

封之作ꎬ而且是中国社会学重建以来的首部介绍

西方社会理论的专门论著ꎮ 其学术锐度在于ꎬ看
到了西方学界流行的韦伯诠释背后是某种单一的

现代化路径ꎬ忽视了韦伯学说本身有关理性化过

程的局限与张力ꎮ 经由对韦伯著作的深入探寻ꎬ
立足于中国文化与历史处境ꎬ苏先生指出ꎬ现代化

理论所揭示的道路既非独一、亦非主导性ꎮ 此探

索推进了中国的社会理论研究ꎬ为刚刚恢复的社

会学学科提供了可资利用的扎实的理论基础ꎬ成
为引领新世代社会理论学者的典范之作ꎮ

此外ꎬ社会理论学者对韦伯文本的深耕ꎬ一个

持续深入的工作是韦伯作品的汉译ꎬ这不仅是使

经典得以表达的过程ꎬ更是力图将现代汉语打造

成学术语言的事业ꎮ 翻译使韦伯作品进入中文学

术研究ꎬ翻译史本身亦体现着韦伯学术的成长ꎬ尤
其是韦伯研究的视野逐步开阔、见解逐步深入ꎮ
以«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的中译本为例ꎬ
１９８６ 年收入“走向未来”丛书的应是最早的中译

本ꎬ但存在着未将该书非常重要的注释部分收入

等重大缺失ꎮ 随后ꎬ三联书店在 １９８７ 年出版了于

晓、陈维纲等翻译的版本ꎬ将原书的注、帕森斯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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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数十年间的韦伯作品翻译过程中ꎬ形成了一些重

要的译者群体ꎬ诞生了一些社会理论的出版物ꎮ 例如苏

国勋先生主编的«国外社会学»ꎬ前身为中国社会科学院

社会学所创建初期的参考资料汇编ꎬ１９８６ 年以后改为内

部刊物ꎬ专事译介国外社会学的理论思潮ꎬ其中包括了不

少韦伯研究的经典文献ꎮ 还有韦伯研究的同人出版物ꎬ
以北京大学李猛主编的«韦伯:法律与价值»(２００１)、«韦
伯“科学作为天职”１００ 周年纪念文集»(２０１８)等为代表ꎬ
集合了相关主题的经典文献和国内学界的新锐研究ꎬ对
整个社会科学界都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ꎮ



加的注等悉数译出ꎬ形成了一个实用的译本ꎬ其后

将近 ２０ 年间ꎬ这一译本是学界阅读韦伯的基本选

择ꎬ影响深远ꎮ 另一个译本是广西师大出版社从

２００４ 年起引入的台北远流版ꎬ由康乐、简惠美译

出ꎬ译文格式等以德文原样为基础ꎬ添加了«新教

教派与资本主义精神»部分ꎬ并有不少相关背景

知识的注释ꎬ流布广泛ꎬ受惠者众ꎮ ２０１０ 年ꎬ社科

文献出版社推出了苏国勋、覃方明、赵立玮、秦明

瑞等的新译本ꎬ反映了国际韦伯研究的知识积累

和研究动态ꎮ 可以说ꎬ韦伯有关新教伦理的著作

的三个中译本各有特色ꎬ为不同时代的学者阅读

韦伯提供了可靠的资料基础ꎬ从韦伯继受史的角

度来看ꎬ则分别呼应了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学界学习

西方社会理论的热情、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以后专门

的韦伯研究更深入、更强调贴近德文原文ꎬ以及新

世纪以来与国际学界逐渐同步发展的三个阶

段ꎮ① 其间的问题意识亦有转变:早期阶段ꎬ学者

虽然缺乏对国际学界动态的了解ꎬ但有将韦伯作

品置于西方学术与文化背景之下的眼光ꎬ有鉴古

知今、无问东西的胸怀ꎬ韦伯作品的翻译与研究是

整个思想界参与的、具有整体学术史意义的事件ꎻ
到了新世纪之初ꎬ经过社会理论界的长期努力ꎬ韦
伯研究的专业性更强、更贴近文本ꎬ树立了较好的

文献基础和研究框架ꎻ近 １０ 年来ꎬ韦伯研究领域

增多、问题更深入ꎬ中国学者站在中国看世界ꎬ与
国际学界之间建立对话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ꎮ

«社会学研究»②自 １９８６ 年创刊至 ２０２０ 年ꎬ
共刊发 ３０ 篇以韦伯为主题或主要依托韦伯文献

的文章ꎬ从主题上来看ꎬ方法论文章的数量最多

(５ 篇)ꎬ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学者对于社会学学

科建设的基础问题的关注ꎬ涉及马克思或马克思

主义的次之(４ 篇)ꎬ这与学术资源积累和思想导

向有关ꎻ从写作方式来看ꎬ得以在较扎实的文献基

础之上展开研究ꎬ其内容一方面深入“新教伦理”
等经典命题ꎬ另一方面立足中国社会与中国经验ꎬ
进行理论反思ꎬ涉及经济社会学、宗教社会学、城
市社会学、农业社会学、国家社会学等专门领域ꎮ

这从一个侧面表明ꎬ近四十年来ꎬ中文学界韦

伯研究本身的发展成就卓著ꎬ积蓄着新生研究力

量ꎻ韦伯研究的成长过程ꎬ亦是社会学的学科体系

发展、学术话语积累、学术人才培养的历程ꎬ反映

了社会学各个专门研究领域的拓展ꎬ并有结合中

国社会、中国经验的深入思考ꎮ 而且ꎬ中国当代的

韦伯热具有跨学科的特色ꎬ对韦伯的热忱有不少

在社会学的学科范围之外ꎬ且都有相当出色的成

果ꎬ因此ꎬ“韦伯热”是当代中国学术界与思想界

的一个具有整体意义的现象ꎮ
基于以上分析ꎬ笔者认为ꎬ中国的韦伯 “继

受”不是无批判的接受ꎬ而是韦伯研究者基于学

术视野、内心情怀的主动选择ꎮ 作为对前述汉克

相关论述的回应ꎬ笔者认为ꎬ中国的韦伯研究热

潮ꎬ不是后来者对前先者的跟随ꎬ不是无批判地接

受普遍对特殊的统摄ꎬ而是共同经验的挖掘与辨

析ꎬ其立足点在本土ꎬ其眼光则在全球ꎬ有充分的

潜力、以新的视野将经典范式推向新的解释边界ꎬ
推动社会学范式的建设与创新ꎮ

　 　 四、结语:基于韦伯研究的世界学术的可能性

通过学术史梳理ꎬ笔者认为ꎬ韦伯来到中国ꎬ
有一个并未完成的“序章” (１９２４—１９５０ 年)ꎬ还
有一个意外成就的“别传” (１９５１—１９７９ 年)ꎬ直
至改革开放、中国社会学重建以后ꎬ才真正落地生

根ꎬ自此ꎬ学界的韦伯热潮从未消减ꎬ其中ꎬ既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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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这一划分与肖瑛、郭琦的研究基本一致ꎮ 他们认

为ꎬ改革开放以来的社会理论研究队伍可以划分为三代

人ꎻ第一代在社会学恢复之初从哲学等学科转入社会理

论领域ꎬ对社会理论研究有开启之功ꎻ第二代在世纪之交

崭露头角ꎬ为中国社会学的理论研究确立了框架、研究规

范、培育研究梯队ꎻ第三代在 ２０１０ 年左右开始活跃在社会

理论诸领域ꎬ并形成了有实质交流、共进的学术共同体ꎮ
参见肖瑛、郭琦:«从引介到重建:社会理论研究的中国进

程»ꎬ«河北学刊»２０１９ 年第 ３ 期ꎬ韦伯研究领域的学术传

承亦具有类似的代际特征ꎮ 另ꎬ按照所属机构ꎬ中国社科

院社会学所、北京大学、上海大学等机构在韦伯研究的学

术积累和人才培养方面成就卓著ꎮ
在 ２００５ 年«社会»改版、２０１３ 年«社会学评论»创

刊之前ꎬ«社会学研究»(１９８６ 年创刊)是中国唯一的社会

学专业学术刊物ꎬ因此ꎬ透过«社会学研究»即可直观地看

到中国社会学的高水平研究ꎮ 此外ꎬ自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后

期开始ꎬ香港理工大学和北京大学合办的«社会理论学

报»、南京大学«社会理论论丛»等ꎬ亦成为社会理论和韦

伯研究成果发布的重要的刊物ꎮ



专门的韦伯研究ꎬ也包含着依托韦伯理论的人文

社会科学诸领域对不同主题的探讨ꎬ既有基础的

翻译、文本梳理ꎬ也有对理论的应用、反思与进一

步的发展ꎬ如同一部结构复杂、律动丰富的“交响

曲”(１９８０—２０２０ 年)ꎮ
本文将韦伯继受史向前大大推进ꎬ这有助于

摆脱中国学者仅仅是被动“学习”的刻板印象ꎬ并
有可能发掘出韦伯与早期中国社会学的一些隐含

的关联ꎬ即源自知识资源、问题意识的某些重合ꎮ
例如ꎬ韦伯在写作«儒教与道教»时ꎬ使用了传教

士明恩溥的著作来了解中国人的性格与民间社

会ꎬ而潘光旦亦应用了同一作者的著作来发展其

优生学[１８] ꎬ其间的关联与两者的差异应是颇值

深入探讨的话题ꎮ 再如ꎬ«儒教与道教»所引用的

一个社会史的资料ꎬ就是社会学家陶孟和在英国

留学期间与梁宇皋出版的英文著作«中国乡村与

市镇 的 生 活 » ( Ｖｉｌｌａｇｅ ａｎｄ Ｔｏｗｎ Ｌｉｆｅ ｉｎ Ｃｈｉ￣
ｎａ) [１９] ꎮ 这表明ꎬ韦伯著作与早期中国社会学之

间ꎬ时间的、主题的、资料的差距没有那么大ꎬ甚至

有可能存在某种平行发展的、潜在的对照关系ꎬ或
者说是某种近乎同时代者的关联或某种天然的

呼应ꎮ
可以说ꎬ韦伯研究在中国之真正开启与发展、

韦伯热潮背后的驱动力ꎬ是中国的韦伯学人的学

术素养与文化自觉ꎮ 在此意义上ꎬ费孝通在 ２０ 世

纪 ３０ 年代未引介韦伯ꎬ与苏国勋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

代从哲学进入韦伯研究ꎬ其背后的动力是一致的ꎬ
即将韦伯作品置于哲学社会科学的思想长河之

中ꎬ置于现代性的根本问题和中国社会的根本关

注上ꎬ只不过在不同的社会历史环境中ꎬ费孝通回

到乡土中国、寻求富民之途ꎬ苏国勋则深入韦伯作

品更基础的理论脉络当中ꎮ
回溯苏国勋先生的学术路径ꎬ可以看到两个

重要的转折ꎮ 首先是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中期ꎬ从
哲学转向社会学ꎬ从公认具有最高学术地位的学

科ꎬ转向尚在恢复中、学术积累尤为薄弱的学科ꎮ
这一转向有源自哲学尤其是社会学哲学的积累ꎬ
也有对中国现实问题的深切关注ꎬ因而不仅是个

人的学术道路的选择ꎬ更有梳理学科脉络、建立专

业领域的使命感ꎬ又有不受学科畛域局限的视野ꎮ

１９９６ 年ꎬ他在为«当代西方著名哲学家评传􀅰社

会哲学»卷所写的“导论”中梳理了社会哲学、社
会理论与社会学理论之间的关系与不同ꎬ表明了

这一转向的学科基础与理论诉求[２０] ꎮ 简言之ꎬ
经由社会理论ꎬ可以从人的活动、互动、群体生活

及其秩序等方面研究各种社会现象ꎬ这是哲学思

考的延伸ꎬ体现着对现实内容的关照ꎬ建立可检验

的因果分析ꎬ在这个意义上ꎬ这篇“导论”明确了

社会理论的科学属性和学科特征ꎮ
第二个转折发生在 ２１ 世纪之初ꎬ苏国勋先生

从紧扣西学脉络ꎬ转而悠游中国文化之思ꎬ基于深

厚的中西学术积累ꎬ以中国经验为立足点ꎬ对韦伯

的中国研究进行了批判分析ꎬ检视其研究立场、分
析方法ꎬ认为韦伯在有关中国的知识上有偏见与

不足ꎬ并带有欧洲中心论的色彩[２１] ꎮ 苏先生的

立场在于ꎬ既应看到韦伯思想中弥合行动与结构

的冲突、多元因果分析和超越唯物与唯心对立等

教益与启迪ꎬ又要在立足文化自觉的立场上ꎬ从中

西文化比较的角度展开与韦伯的对话ꎮ 正是中国

的韦伯学人的眼光与胸怀ꎬ使得中国的韦伯研究

具有突出的主体意识ꎬ在本土性中实现其超越性ꎮ
作为中国最早的韦伯研究者ꎬ苏国勋先生的

这一转折是自身研究方向的调整、是对个人既有

成果的突破ꎬ但并非对韦伯文本的疏离ꎬ而是更深

刻理解、更全面把握基础之上的创见ꎮ 因此ꎬ苏国

勋先生对于将“宗教伦理”视为“文化价值”、将儒

家传统与东亚诸国的关系比附为基督教对欧美的

关系等做法保持了一定的距离ꎬ认为韦伯被诠释

为一位文化论者的同时ꎬ实际上忽视了对其作品

的制度论面向的解读ꎬ苏先生倡导“利益驱动的

因果性说明与结构制约的意义性理解”的“双向

诠释” [２２] ꎬ为韦伯研究指出了一条方法论路径ꎬ
并将关注点放在韦伯文本自身的丰富内涵上ꎮ

实际上ꎬ从苏国勋先生的教育背景、成长氛围

而言ꎬ他很早就有机会了解一个线索多样、多传统

的“西方”ꎬ体验多宗教并存共生的中国社会与文

化ꎬ因此ꎬ看上去只是学术生涯中与西的重心转

换ꎬ实则是基于生命体验的学术新开拓ꎬ并在此转

折中ꎬ将中国社会嵌入社会理论ꎬ完成了近代以来

知识人重建的关键环节ꎮ 由是可见ꎬ改革开放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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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的中国重新融入世界ꎬ使当代中国韦伯学人得

以在一个相对稳定的社会环境之中成长ꎬ融汇中

西ꎬ在学术问题的牵引之下ꎬ不断突破自我、向着

未知之域进发ꎬ以社会理论梳理古老的、尚少社会

科学分析的中华文化传统ꎬ将学术融入生命、以己

身济渡来者ꎮ
回顾近百年中国韦伯研究的学术史ꎬ既是社

会学学科建设的历史ꎬ又是几代学人的“心史”ꎮ
中国的韦伯学人不仅努力深入学术的文本脉络与

理论范式之中ꎬ还力求落实到中国的社会建设与

学术话语体系建设工作之中ꎮ 前述韦伯继受的三

个阶段的社会环境不同ꎬ与之相应ꎬ韦伯学人的学

术抉择亦有不同ꎮ
在第一个阶段ꎬ早期中国社会学家在学科初

创的同时ꎬ就要推进社会学的中国化ꎬ换言之ꎬ既
要让社会学讲中文ꎬ又要让中文成为一门学术语

言ꎻ兼以在风雨如晦的时节ꎬ中国知识分子更面临

着强国富民的迫切现实要求、为中国寻出路等任

务ꎬ因而ꎬ在种种内外条件的约束之下ꎬ对韦伯作

品的引介有限ꎬ仅具有理论史的参考意义ꎮ 第二

个阶段始于 ２０ 世纪中期ꎬ韦伯的中国研究、世界

文明的比较历史研究等作品获得了海外中国学者

的关注ꎬ特别是东亚经济的发展为学者们重新审

视中国文化提供了一个现实的契机ꎬ通过韦伯研

究来理解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经验与道路ꎬ从而

为中国的经济发展与社会转型提供思路ꎮ 第三个

阶段的学术繁荣ꎬ得益于前辈学者的中西学术积

淀和将中国学术置于世界学术之林的胸襟ꎬ中国

近四十余年间的韦伯研究得以启动ꎬ并获得了良

好的发展机遇ꎬ一方面ꎬ在人类思想史的长河中理

解韦伯及其时代问题ꎬ另一方面ꎬ以韦伯研究为契

机ꎬ以完善中国社会学的学科基础为使命ꎬ进而推

进中华文明的自我省思ꎮ 进入新世纪ꎬ韦伯研究

界立足世界学术、立足自身文化传统ꎬ深入到各个

专门研究领域加以推进ꎬ韦伯学人所关注的社会

科学方法论、经济发展与国家建设、家庭与社会政

治制度、农业社会学理论、宗教与世界文明等问

题ꎬ回应了经典的理论主题ꎬ为社会学及相邻学科

提供了坚实的学科基础和多样的研究主题ꎮ
中文韦伯研究在 ２０ 世纪 ８０ 年代启动以来ꎬ

与国际学界的重要转向基本同步ꎬ中国韦伯学人

的成就使得基于韦伯研究的“世界学术”成为可

能ꎬ即以韦伯文本为平台ꎬ以其中包含的学术命题

与现实问题为切入点ꎬ以并立而多样的世界文明

体系为对象的学术工作ꎬ在这个意义上ꎬ中国近四

十年的韦伯学术有自身的脉络ꎬ但与欧洲、美国、
东亚等地区的韦伯研究同属于整体的世界学术的

一部分ꎮ
因此ꎬ当代中国的韦伯研究者对于世界的韦

伯学术亦有其独特贡献ꎬ并有进一步发展的潜力:
从韦伯继受史的“学习”机制的角度ꎬ汉语的韦伯

研究已具有较完善的文本基础ꎬ但研究型翻译及

文本梳理仍需努力ꎬ将韦伯置于他的时代背景、学
术传承和交流网络之中的知识社会学的研究仍有

待进一步的推进ꎻ从“呼应”机制而言ꎬ中国的韦

伯研究立足于自身的文化传统ꎬ具有深刻的现实

关照ꎬ韦伯理论为其提供了理解的工具、开放的思

想体系ꎬ其中有关国家建设、社会治理、经济组织、
家庭与社会团体、教育、政治制度与技术等内容ꎬ
对于当下的中国研究仍有所启发ꎻ本文所主要关

注的“选择”机制则体现出中国韦伯学人的学术

自主性ꎬ即在自身价值理念烛照之下的深耕与创

造ꎬ从中华文明的角度对韦伯理论进行反思、修正

与推进ꎬ透过普遍理论和中国经验的互动与创新ꎬ
中国学术受惠于世界学术、亦可为其活力的来源ꎮ

正如克斯勒观察到的那样ꎬ韦伯在世时从未

成为主流ꎬ但却在身后成为经典大家ꎬ除却其作品

本身的因素ꎬ其声望得以形成的动力ꎬ源自韦伯作

品的研究者ꎬ例如ꎬ以韦伯夫人为代表的负有特殊

使命的人( ｔｒｕｓｔｅｅ)、温克尔曼为代表的鼓与呼者

(ｐｒｏｍｏｔｅｒ)、帕森斯为代表的理论诠释者和国际

传播者(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ｅｒ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ｐａｇａｎｄｉｓｔ)ꎮ
有意思的是ꎬ不少为传播韦伯著作与思想努力的

人ꎬ往往亦是学术界的边缘人ꎬ甚至并非社会学

家ꎬ更非划地为牢的学派ꎬ在韦伯学说传播的过程

中ꎬ出现了国际韦伯学者的 “看不见的学院”
(“ｉｎｖｉｓｉｂｌｅ ｃｏｌｌｅｇｅ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Ｗｅｂｅｒ－ｓｃｈｏｌ￣
ａｒｓ)ꎬ他们当中ꎬ有人关心韦伯作品的历史语境

化ꎬ有人关注韦伯作品的理论延续性ꎬ经由这些不

同国度、不同文化的韦伯研究者ꎬ马克斯􀅰韦伯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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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活着的经典” [２３] ꎮ
在中国ꎬ改革开放以来ꎬ韦伯著作所受到的格

外关注ꎬ源自其作品的格局、主题等ꎬ内在地呼应

了中国四十余年来的种种巨变ꎬ具有文化自觉的

中国学人在其作品中发现了理解中华文明和中国

历史的新视角ꎮ 因此ꎬ一个认可韦伯开放学术精

神的韦伯学人ꎬ会秉承着科学的原则ꎬ向着韦伯力

不能及的领域拓展ꎻ一个具有中国文化自觉的韦

伯学人ꎬ会以学术的精神ꎬ肩起中国文化的反思、
创新与存续的任务ꎮ 此或为热烈与冷静、继承与

发展的共同汇聚ꎬ从而有可能构成一个以韦伯为

对象、韦伯作品为平台、以真实与真理为共同目标

的“世界学术”ꎮ 在这个意义上ꎬ韦伯超越了他所

处的那个时代ꎬ而构成了雷蒙􀅰阿隆意义上的我

们的同时代人ꎻ韦伯又超越了他所在的那个地方

或那个国家ꎬ而属于科学世界的一个部分ꎬ在每一

代人的最高价值之光之下不断映射出其意义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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